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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1850 年以前，清廷财政的基本特点是量入为出，a 清廷关心的是朝代的稳定和延续，而

非收益最大化。b 这从宏观上把握了清廷财政的特点。不过，以往关于清代盐政的研究，却认为它是以

垄断手段征收高额盐课的制度。c 这似乎暗示，清政府的盐课汲取与清代财政“量入为出”的总体趋势

颇为不同，盐课汲取有追求最大化的倾向。更重要的是，既往研究强调清代盐政以垄断手段征收高额盐

课，却从来没有比较盐课与其他税课的征收效率，以分析其“高额”的数量化程度，也没有研究其“高

额”是否受到制约，以及在制约之下，清廷的盐政采用了哪些基本行为逻辑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

通过对盐政史料的深入研究，证实清代盐课的确异于“量入为出”的原则，有较为明显的课入最大化倾

向；同时，还将对盐课的征收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其“高额”的数量化程度，它所受到的制约，以及在

这些制约因素影响之下，清廷盐政的基本行为逻辑，以揭示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代盐课征收的基本原

理，为清代盐政提供一个体系的解释。

一、高效率的盐课征收

基于食盐产地有限且可控性强、市场需求量大且稳定、流通较易控制且课税对象是商人、征税没有

强大道德压力的特殊属性，清廷采用特许专商、分区行盐的宏观原则，垄断食盐的生产与流通，选择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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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量入为出一般被认为是传统中国财政的基本原则，参见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
与社会》一书对该问题的最新总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

b马德斌：《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52 页。

c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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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独立经营的模式经营盐业，以获取高额生产税和流通税。那么，清廷这一模式经营的成效如何呢？下

文的统计分析将说明，清廷的盐课经营相当成功，效率很高。

为了说明这一点，先从表 1 所示清代课入结构开始。

表中数据说明，清代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是田赋，其次即为盐课，然后是商税。盐课虽然占比仅

10%—20%，但它是清中前期国家财政收入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项收入，地位颇高。更重要的是，从征

收效率的角度看，盐课较之于商税作用更为重要。

吴承明先生的经典研究，总结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主要商品市场的流通量，如下表：

表 2 显示，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主要商品流通市值约为 3.87 亿两，其中盐的流通总值约为 0.58
亿两，也就是说，除了食盐，当时国内市场主要商品流通总值约为 3.19 亿两。将该数据与表 1 数据比

较可见，价值 0.58 亿两的食盐流通，贡献的税收几乎等同于其他商品一共 3.19 亿两的税收贡献值。如

果以嘉庆十六年的数据来看，根据倪玉平的研究，当年盐课收入大概在 625 万两上下，关税大概在 500
万两上下，杂税大概 100 万两。a以此数据为参考，则每百万两价值食盐的流通，可以创造 0.107 百万两，

即十万七千两（107000）的盐课收入，而其他所有主要商品汇总，每百万两商品的流通，只能创造 0.018
百万两，即一万八千（18000）两的课入。食盐在清代中前期的税入创造能力是普通商品的 5.95 倍，盐

课征收效率明显最高。

这说明，清代盐课的征收效率不仅远高于田赋的征收效率，也远高于一般商品的征收效率。而且，

在盐课正额之外，清廷还会时常向盐商收取“捐输”“报效”以及“生息银两”，它们亦有重要的财政意义。

表 4 为乾隆年间部分年份盐商捐输报效情况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乾隆年间金川和台湾用兵之时，

盐商（尤其是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数额巨大，甚至可能超过当年的盐课收入总和。在某种意义上，盐

商的捐输报效，相当于清廷拥有一个随时可以支取钱款的“钱袋子”，而皇帝利用银钱“发商生息”，则

a倪玉平：《试论清朝嘉道时期的财政收支》，《江汉论坛》2018 年第 2 期。

资料来源：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此外，费正清、赖肖尔著，
陈仲丹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数据与此基本一致，参见该书第 200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年份 土地税和人丁税 盐税 商税

顺治九年（1652） 21.26 2.12 1.00

康熙二十四年（1685） 28.23 3.88 1.85

雍正二年（1724） 30.28 3.87 1.97

乾隆十八年（1753） 29.64 7.01 5.60

乾隆三十一年（1766） 29.91 5.74 -

嘉庆十七年（1837） 28.02 5.80 5.86

表 1    清代课入统计简表 
 单位：百万两

资料来源：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51 页。

商品量
商品值

商品量占产量（%）
银（万两） 比重（%）

粮食 245.0 亿斤 16333.3 42.12 10.5

棉花 255.5 万担 1277.5 3.30 26.3

棉布 31517.7 万担 9455.5 24.39 52.8

丝 7.1 万担 1202.3 3.10 92.2

丝织品 4.9 万担 1455.3 3.75

茶 260.5 万担 3186.1 8.22

盐 32.2 亿斤 5852.9 15.10

38762.4

表 2    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主要商品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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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盐商视为增殖的钱庄。捐输报效和发商生息，以及内务府直接从盐政项目获取的常规收入，构成了

清廷除了盐课之外重要的灵活性收入来源，这进一步强化了盐政在清廷税入中的作用和效率。

二、盐课课入的最大化追求及其制约

清廷的盐课征收实现了比其他税收效率更高的征收效果。那么，这一高效率的征收，其最大可能性

和限度又在哪里呢？取得较之于其他税项 5.95 倍的课入，是否已经达到其极限？清廷征收到这一额度

的盐课，是否体现了其对盐课收入的最大化追求？如果是，这一追求是否受到各种现实因素制约？本节

将以统治者的表达和盐法改革的个案，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

（一）康熙帝关于盐课收益追求的表达

清廷设置一套繁杂的盐政制度，配置一套琐碎的运作体系，以追求高额垄断盐课收入。显然，从逻

辑上来看，清廷如此操作是希望得到最大可能的盐课收入，借用现代经济学的表达，就是有追求盐课课

入的最大化倾向。

事实上，清廷上上下下对盐政均极为重视，“盐课为国计攸关”一类表达经常出现。康熙帝甚至直

接明确谕称：“盐课关系紧要，必得廉干之员差遣，乃能严缉私贩，惠恤商民，疏通引法，以裕国课”。a

这短短 30 余字里，高度概括了清代盐政的目标和核心，包含了清廷盐政制度安排的三个重要观念：

第一，盐政制度的设置，以及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安排和人事运用，目标是获取盐课；第二，为了顺利征

收盐课，需要用人得当，要重视缉私、恤商、疏引三个核心环节；第三，对于本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

点是，康熙帝认为，为了征收“关系紧要”的盐课，清廷利用复杂的制度和合理的人事安排，处理各个

方面的复杂运作实践，最终目标是“裕国课”。“裕”，即增加、提高和上升。这充分说明，清代盐政制

度安排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获取盐课，通过征收盐课，充裕、提高、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传统时期以儒家理论作为治国之道的背景下，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以“仁”而著称的

康熙帝，基本不可能直接说出“追求盐课最大化”之类的表达，而且他的经济理论水平，也决定了他

没有能力使用“盐课收入最大化”这一概念。但是他明确表达出，设官分职、用人得当，理顺盐政缉私、

恤商、疏引三个环节，核心目的就在于“裕国课”，即提升国课收入。这已经说明，在清廷盐政最高决

策者的心目中，不断提高盐课课入量，是清廷盐政的根本目的。b 而不断提高盐课课入量，实质上就是

a《清圣祖实录》卷 25，康熙七年三月辛酉，《清实录》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352 页。

b关于康熙这 30 余字是否表达了盐课的最大化追求，仍然有相当大的争辩空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黄国信：《清
代盐政基本原理（1644—185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年即出。

资料来源：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 2 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94-300 页；倪玉平：《博弈与均衡：
清代两淮盐政改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5-36 页。

年份 军需报效 助赈报效 助工报效 备公报效 总计

乾隆九年（1744） 100000 310000 410000

乾隆十三年（1748） 1000000 200000 1200000 

乾隆二十四年（1759） 200000 439426

乾隆三十八年（1773） 6500000 21826 217600 6500000

乾隆五十一年（1786） 3920 3920

乾隆五十三年（1788） 3200000 1000000 4200000

表 4    乾隆朝部分年份盐商捐输报效数据
单位：两

资料来源：倪玉平：《试论清朝嘉道时期的财政收支》，《江汉论坛》2018 年第 2 期。

课入 贡献率（课入 / 百万两盐的流通） 指数

盐课 6.25 0.107 595

关税 + 杂税 6.00 0.018 100

所有商品课入 12.25 0.029 161

表 3    嘉庆十六年盐课与其他商品税入贡献比较表
单位：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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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盐课收入最大化。康熙表达到这一程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现代经济学将所有自然人和法人都假定为理性经济人，与现实生活的经验逻辑发生冲突，常被历史

学家诟病。对于传统中国的经验事实，以理性经济人的观念来分析，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必须指

出，一方面，以理性经济人分析经验事实时，其前提是假定自然人和法人的其他理性逻辑不变（并非不

存在），再构建理性经济人在经济理性引导下所展开的经济活动中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函数关系；另一

方面，在经验事实层面，也必须分清统治者与明太祖朱元璋一类帝王之间的经济理性的巨大差异。众所

周知，朱元璋的治国理念，经济理性并不重要，但清朝统治者与朱元璋在此问题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后金在东北崛起时，其军费并非由兵民合一制度直接解决，而是大量取自其商业经营收入，狄宇宙曾指出，

1606—1610 年间，满族的年人参潜在贸易量，可能接近当时整个中国从美州输入银元总量的 12.5%，大

概有 8000 千克之多。a 刘巳齐进一步指出，建州女真人除了能征善战，还善于经商，八旗体系下兵民

合一，每旗都有一支官营的商队，可视为一个官营商业公司。远在明中后期，建州女真人就已加入了由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主导的，以白银为主要媒介的全球贸易圈，并且在东北亚的区域贸易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建州女真与周边部族以及明王朝的紧张关系，很多均起因于朝贡贸易的敕令数量以及明王朝是

否可以满足其贸易需求。这些因素促成了清政权的商业性。b 万志英则指出清朝的商业政策倾向于市场

自由主义，清朝统治者对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并促进了市场扩张，乾隆帝甚至在财政思想上转向经

济自由主义。c 这些研究表明，尽管没有理由也不能将清统治者视作没有其他理性逻辑的理性经济人，d

但是，在以征收盐课为目标的盐政问题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表现出经济理性，有追求盐课收入最大

化的倾向，绝非天方夜谭。

（二）盐政实践中的盐课最大化追求倾向

清朝统治者的言论，表现出对盐课的最大化追求倾向，乾隆年间河东课归地丁、道光年间两淮票盐

法改革和乾隆末年两广改埠归纲改革的史料，则证明了盐政实践中清廷的盐课课入最大化追求。河东盐

区以解州（今运城）盐池为盐产地，其盐销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区。其盐课征收从顺治到乾隆年间不

断上升。详见表 5。

陈永升的研究指出，河东盐课收入从顺治到雍正初年均无多大变化，直到西北用兵，年羹尧直接管

理河东盐政，迅速提高盐课，三年内加课一倍多。后来年羹尧虽然倒台，却并未阻挡河东盐课的增长步

伐，历时 60 多年，到乾隆五十六年，额定盐课已经达到雍正元年的几近三倍。e

此时河东盐区的人口也在增长，目前尚欠缺成序列的准确数据，无法计算出其人口增长率。f 但从

a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The Manchu Conquest in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Note on Trade and Silver”，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vol. 1，December 2009, p.54.

b刘巳齐：《明清易代之际的皮岛贸易与东北亚》，《海洋史研究》第 14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
第 101-116 页。

c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 19 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69、274 页。

d张泰苏认为在非农业税问题上，清朝的行为可以以“理性主义”来解释，但农业税则需要求诸于“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和思想史”。参见张泰苏：《对清代财政的理性主义解释：论其适用与局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 年第 1 期。

e陈永升：《从纳粮开中到课归地丁——明初至清中叶河东的盐政与盐商》，中山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12-113 页；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 2 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11-312 页。

f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官方人丁数是纳税单位，故顺治十八年的接近 413 万和康熙五十五年的 423 余万，均非人
口数据，即使在乾隆四十八年河东盐区人口数为 2181 余万的记载，亦无法计算出其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陈永升：《从纳粮开中到课归地丁——明初至清中叶河东的盐政与盐商》，中山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114 页。

明末 顺治元年 顺治十三年 雍正元年 雍正三年 乾隆五十六年

盐课 19.31 13.12 16.32 17.87 38.75     51.62

指数 147   100 124 131 295      393

表 5     课归地丁前河东盐课征收额
单位：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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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盐商的表现来看，人口增长率可能没有达到盐课增长的速度，盐课的涨幅已经超出了当时盐商的纳

课能力，盐课与盐商的负担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以至于盐商经营盐业无利可图。这足以说明清廷在河

东的盐课课入已经达到最大化，盐业陷入“运商无力告退，革之则招抚无人”的境地。a 因此，乾隆帝

不得不答应河东盐商提高盐价的要求，“着照所请，将续增二厘盐价，加恩准作定额……以纾商力”，b

试图以此来维持盐课的课入量以及整个盐政的常规运行。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改变无人愿意充商的局

面。于是，清廷不得不“佥富充商”，即在当地搜寻富裕人家，强令其充任盐商，但是盐政仍无起色。

无奈之下，山西巡抚书麟建议对河东食盐管理制度 “通盘酌核”，做出全面改变，c 从而拉开了河东盐

法课归地丁改革的序幕。由此可见，盐课课入的最大化追求，最终迫使清廷实施盐法改革。d

道光年间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票盐法改革，与河东课归地丁的逻辑颇为一致。道光十年十二月，钦差

大臣王鼎与两江总督陶澍在全面调查两淮盐务后，联名上奏称：“两淮鹾务凋敝败坏，至今日已成决裂

之势。……通纲情形全属涣散，已等于停运停销，当此山穷水尽不可收拾，实非补偏救弊所能转机”。e

为了拯救“山穷水尽”几乎“停运停销”的两淮盐务，陶澍最终在淮北试行了票盐法，放宽盐商准入机

制，以保证盐政运转和盐课征收。

为何道光十年前后，两淮盐政崩坏如此呢？陶澍的分析结论指出，其根源在于“成本积渐过多”

和“藉官行私过甚”。f 什么是成本？“成本”在清人文字中，代表的就是盐商的食盐销售价格，主要由

流通费用、课费支出和引窝及纸朱价等价三部分构成。g 一方面，从乾隆到道光，两淮正课已由 180 至

190 万两左右，提高到 220 万两，另一方面，盐商行盐“浮费”高涨，总额甚至超过正课总数。浮费主

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属内务府收入（含帑息），另一部分为其他衙门的规费、匣费、办公费以及上

贡等费用，其中前者的比例略低于后者。h 这说明，作为全国课入量最大、盐商实力最强的两淮盐区，

不仅清廷缓慢提升其正课，而且内务府财政和各个衙门都视两淮盐商为财富之源，不断从中获取收入。i

关于内务府财政，赖惠敏指出，从乾隆朝开始，内务府开始从两淮盐政提取收入，数额不断增加，

至道光十年，大概每年常规性收入已达 110 万两，加上内务府从盐务相关各衙门规费等费用中提取的

收入（实际也是出自盐商）尚占各衙门该项收入的 20% 以上，内务府从盐务部门提取的收入总额已达

160 万两，接近正课总数。不过，乾隆帝并未独享这部分收入，他经常从内务府拨款到户部，从而赢得

“赋性宽仁”的美称。j这意味着，内务府从盐务中获取的收入，在使用上与户部财政之间没有截然区分，

从这一意义上，几乎可以将内务府收入视为盐课。如此计算，两淮盐课（含内务府收入）几乎上升到正

课的近两倍，高达 380 万两以上，再加上各衙门的索取，终于导致两淮盐商的食盐经营无利可图，几乎

停运罢课。k 尽管导致盐商经营无利可图的原因，包括了各个衙门的需索，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户部和

a西宁：《奏为据实密陈河东商众情形仰祈睿鉴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硃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04-
454，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转引自陈永升博士学位论文，第 115 页。

b《清高宗实录》卷 1244，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己丑，《清实录》第 2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729 页。

c陈永升：《从纳粮开中到课归地丁——明初至清中叶河东的盐政与盐商》，第 137 页。

d关于河东盐法课归地丁改革的原因，杨久谊从引窝问题出发，强调了坐商“锭名”提高运商经营成本这一因素，
参见杨久谊：《清代盐专卖制之特点——一个制度面的剖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7 期，2005 年，第
34 页。不过，显而易见，这并不与盐课课入增加造成盐商经营困难相矛盾。

e陶澍：《会同钦差筹议两淮盐务大概情形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 12《奏疏·盐法》，《续修四库全书》第
150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第 640-641 页。

f陶澍：《再陈淮鹾积弊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 11《奏疏·盐法》，《续修四库全书》第 1502 册，第 636 页。

g韩燕仪：《清代乾隆前期湖广部定盐价制度中的政治博弈》，《区域史研究》2020 年第 1 辑。

h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 2 版，第 319 页；倪玉平：《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福州：福建人民出
版社，2006 年，第 55-56 页。

i倪玉平：《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第 56 页。

j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4 年，第 218、228、475 页。

k黄凯凯正在进行的研究指出，当时运盐之窝单进入资本市场后，被不断炒高价格，陶澍变法时，大概可达 2 两 /
引，进一步推高了运盐成本。参见黄凯凯：《清前中期扬州盐商的引窝投机与资本市场》（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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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课入越来越高，是盐商运营负担巨大以致罢退，从而导致两淮盐法崩坏的重要原因。户部和内务

府盐课的不断增加，直至迫使盐商退市，盐法失败，正是清廷盐课最大化追求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

清王朝在两淮，同样有盐课最大化的追求。并且正是这一追求，导致正课、内务府课入以及规费、匣费

越来越高，终至两淮盐法崩坏。

另一方面，陶澍所谓“藉官行私过甚”，同样是课入过高的逻辑结果。课入过高增加了盐商的行盐

成本，从而抬高了官盐价格，走私有利可图，因此商人借官引行私盐、利用低价私盐占领官盐市场，从

而导致官盐市场萎缩，盐法终于崩溃。因此，可以认为，票盐法在淮北的试行，也是清王朝追求课入最

大化，造成盐法失效之后的无奈之举。票盐法改革，除了放开盐商的市场准入之外，最重要的措施便是

减少内务府盐课收入，并严厉打击各个衙门的浮费收入，以保证盐法的运转。

乾隆五十四年两广盐法的改埠归纲，同样是清廷盐课最大化追求导致的结果。从乾隆七年始，两广

盐课课额不断提高，乾隆七年是 449615 两，到乾隆八年则上升到 459485 两，乾隆十六年为 469250 两，

乾隆二十四年出现一次飞跃，提高到 591764 两，乾隆二十九年为 630004 两，乾隆三十九年又上升到

638704 两，乾隆四十八年提升到 664545 两，并稳定地维持到改埠归纲改革。a 图 1 反映了其演变趋势。

由于盐课课额不断增加，两广盐商负担加重，难以为继，盐课积欠不断上升，到乾隆五十一年已

达 8 万余两。b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两广盐商当时收有官帑 30 余万两，此时已全部亏损，以至于总积欠

达 126 万余两，两广总督孙士毅在调任他职时，为逃避考成责任，遂以仿两淮纲法、改埠归纲为名，强

令一批富人，或充盐商或纳盐本，改变了两广盐区的既有运销制度。c 此事个中逻辑，与河东课归地丁、

淮北票法改革一致，也是清廷对盐课最大化追求的结果。

（三）盐课课入的克制性

康熙帝的言论和三次盐法改革的实践，作为个案，可以说明清廷对盐课课入不无最大化追求的色彩。

那么，清廷是否可以实现这一追求呢？或者说，实际课入是否可以真正实现最大化，达到理想极限呢？

其实，上文的盐课改革案例已经提示我们，追求课入最大化往往导致盐法失败。而从逻辑上，课入最大

化追求也难以实现，这是因为，最大化的课入，需要付出很高的行政管理成本。d 行政成本制约了清政

府对盐课课入最大化的追求。而除了行政成本之外，清廷的课入最大化追求还受到其他众多因素的制约

（下文将详细讨论）。因此，清廷对盐课课入量的最大化追求，只能演变成在诸多因素制约下的克制性的

最大化。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从清代与明代的盐课课入量的比较开始。明清两代盐课课入数据显示，

a王小荷：《清代两广盐商及其特点》，《盐业史研究》1986 年第 1 辑。

b王小荷：《清代两广盐商及其特点》，《盐业史研究》1986 年第 1 辑。

c黄国信：《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76-281 页。

d理论上讲，配给制可以给国家提供最高的税入，但它的行政成本也最高。清前期，朝廷没有在盐法中采用配给制。

      图 1    乾隆年间广东盐课额增长曲线（单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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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课增长速度并不快。万历后期，户部尚书李汝华对明代盐课有过一次详细统计，他指出：“国家财赋，

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筴。两淮岁解六十八万两有奇，长

芦十八万，山东八万，两浙十五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八千两有奇。除河东十二万及川陕

盐课，虽不解太仓，并期银数，实共该盐课银二百四十万两。”a 李汝华统计的全国岁入 400 万两，应该

仅仅是太仓库收入，而统计的盐课，则兼及太仓之外的部分，可能包括全部盐课收入，这说明晚明的盐

课收入至少已达到 240 万两。参见表 1 和表 3 数据可知，清代盐课直到康熙中期，仍然维持这一水平，

到雍正年间，上升到 440 万两，乾隆中叶提高到 570 万两左右（乾隆十八年曾短暂达到过 701 万两），嘉

庆十六年也只有 625 万两。也就是说，从晚明的 240 万两，增长到嘉庆年间的 625 万两，增长了 2.6 倍。

那么，这一增长是否说明清王朝为了追求盐课最大化，大规模提高了生产和流通中的单位食盐税率呢？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必须结合市场对食盐的消费量来考虑。可惜，笔者掌握的现存史料，尚无法提

供详细的从顺治到嘉庆各朝的食盐总销量序列数据，因此不能直接计算清代每位帝王统治时期的单位食

盐流通之税率。不过，可以以人口数来作近似推论。虽然不少文献对清代盐政作道德评判时，会举出淡

食的例子，但总体来说，人人均需吃盐，消费弹性小，即便有少部分人口淡食，人口数仍然可以作为近

似推论食盐销量的依据。根据何炳棣关于人口的经典研究，以及表 1、表 3 的相关数据，盐课与食盐人口（近

似的食盐销量）增长指数曲线图如下。

上图显示，盐课相对于人口的增长，从万历到乾隆之间速度相对较快。这一阶段，人口从 1.5 亿增

长到近 2.7 亿，增长了 79％，盐课从 240 万增长到 574 万，增长了 139%。b 显然，清初在实行盐课“原

额制度”时，实际提升了盐课的征收额度，这是清初战乱较多以及清王朝不断整顿盐课等原因所致。

因此，这一阶段不能看成是清代盐课收入的常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段，盐课增长速度虽然高于人

口增长速度，但总体来说，这一速度并非无限制地高速增长。而从乾隆到嘉庆，人口增长速度大于盐课

增长速度，这一阶段人口从 2.7 亿，增长到 3.6 亿，增长了 34％，盐课则从 574 万，增长到 625 万，仅

增长 9%，c 盐课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而且何炳棣认为，嘉庆年间的官方人口数尽管可用，但

a李汝华：《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 474，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影印本，第 5203 页。

b如果以乾隆十八年数据来观察，则增长率高达 193%。这一阶段盐课的增长，与雍正帝严查盐税有很大关系。当
时，两淮盐商想馈送一笔款项给雍正帝，换来的是雍正对盐课的严查以及将浮费划入盐课，这导致了雍正到乾隆初年的
盐课大量增长。

c如果以乾隆十八年数据来观察，则增长率为 -11.2%，更支持本节的结论。

图 2  明清人口与盐课增长指数曲线图

资料来源：1. 表 1 及表 3 数据；2. 何炳棣提供的人口数据：晚明人口大致为 15000 万，乾隆四十一年官方人口数为
26823 万，嘉庆十六年官方人口数为 35861 万，参见氏著：《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第 329 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图选取万历、乾隆中期和嘉庆三个时间点，主要取决于数据的可信度和匹配度。乾隆中期以前，史
料中并无可以据信的人口数据，故无法按有数据的盐课年份来制图；考虑到万历至乾隆仅选择两个时间点，则乾隆以后亦
选取一个时间点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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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比实际人口数低 20%，a 可见这一时期的人口实际增长数，比笔者统计的要高。按人口推算的食盐

销售量增长，这一阶段明显超过盐课增长。

当然，这一统计并未计入盐商的捐输、报效以及内务府从盐政获取的收入。在朝廷用兵的年份之

外，捐输、报效数值增加也相对较小，比如乾隆二十四年和五十一年，尤其是五十一年，仅为 3920 两。

根据陈锋的统计，从顺治二年（1645）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盐商的报效总计为 81036337 两，即

八千一百零三万余两白银，b 如果平均分摊到每一年，则盐商每年的报效为 308122 两，即三十万八千余

两，这相对于清代前中期每年至少 240 万最高 625 万两的盐课收入来说，则占比并不高，约为 4.8%—

12.5% 之间。而内务府的盐政收入，乾隆三十年以后，每年大约在 100—200 万两之间，约为正额盐课

的 20%—40%。c 以捐输报效 30 万两为年均值，以内务府收入 100—200 万两为依据，如果取内务府收

入的最小值，则这一阶段盐课总的增长率为 24%，还是低于食盐销售量增长速度，如果内务府收入取最

大值，则这一阶段盐课总增长率为 48.9%，略高于按人口数推算的食盐销售量。

这说明，清王朝无论在战争时期盐课增长高于人口增长的时代，还是承平时期盐课增长低于（或略

高于）人口增长的时代，在盐课收入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凭借国家暴力无限制征收高盐额，d 而是对权

力运用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努力寻求某一合适的税率点，既保证盐课课入的高效征收，又保证盐政的正

常运行。也就是说，清廷盐课收入，并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最大可能性。e 在种种因素制约下，清王朝选

择了盐课收入与征课成本之间的平衡，从而使其盐课课入最大化追求，转化成对盐课收入的具有克制性

的最优化选择。

三、盐课征收的行为逻辑：交易成本与课入的平衡

清王朝追求盐课课入最大化，但在盐政实际运作过程中，盐课课入最大化追求，却受到各种因素的

制约，不得不演变为克制性的盐课征收。那么，制约清王朝盐课收入最大化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清廷又

如何应对这些制约呢？

（一）征课交易成本及其形态：清廷盐课收入的制约因素

清王朝设置盐政制度，管理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在生产环节，涉及到盐场管理人员如盐大使与生产

者即灶户等人群，也涉及到周围的可能非法采购食盐的居民；在运销环节，大量的盐政官员、地方官员、

a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59 页。

b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 2 版，第 301 页。

c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第 474 页。

d清朝士大夫常常抨击清王朝的盐税制度，却高度评价唐代刘晏理财时的盐政方案“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事实上，刘晏改革使得“江淮盐利”从“四十万缗”增加到“六百万缗”（顾炎武《行盐》，载《清经世文编》卷 49《户
政·盐课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 辑第 731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1735 页），盐税比从前增加了 15 倍。
从这一角度看，清朝盐课增长幅度是相当克制的。

e1851 年后的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太平天国以后，厘金制度兴起，各地在盐课正课基础上，通过盐厘，事实上获
得较正课倍增的盐税，这意味着清前中期的盐课其实还有大量提升的空间。但需要说明的是，太平天国以后将盐课与盐
厘作为整体来观察，出自食盐的课入大幅提高，是因为晚清盐课征收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韩燕仪的研究指出，晚清盐
厘征收期间，地方军事集团以较低行政成本对食盐集散中心与批发中心实施了严格管制，与清前期政府监控、盐商独立
经营模式不同，晚清地方军事集团出于征收盐厘、盐课的目的，对食盐贸易实行管制，强力介入食盐贸易的核心环节，
制定各种条款，帮助盐商销售食盐，形成政府监控并与盐商共同经营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与清前中期的特许专商、分
地行盐，政府监控下盐商独立运作的盐政模式最大差异在于，该模式规定了比清前中期高一倍以上的盐价并落实到交易
环节。这一阶段的盐课征收模式，提高了老百姓的盐课负担，保证了盐商和地方军事集团的利润。曾国藩和唐廷枢均记
载，盐商在如此高额厘、课之下，仍有 40% 左右利润（参见韩燕仪：《清代淮南盐的交易制度研究》，中山大学 2020 年
博士学位论文，第 168-178 页）。而且，1850 年以后的盐课与盐厘征收，其交易成本主要由地方军事集团承担，清廷的
盐课交易成本并未因此提高。更重要的是，当时军情紧急，八旗、绿营均缺乏战斗力，地方军事集团成为对抗太平天国
的核心力量，清廷在财政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开放厘金供地方军事集团征收。这说明，1850 年以后的盐政模式能
够成倍提升盐税收入，并不意味着 1850 年以前清廷选择的盐课征收模式，也可以达到如此高额的盐课收入，清前期政
府监控下的盐商独立经营模式，已经大致达到了该模式下的盐课征收最优化选择，但它和理论上可以达到的最大盐课征
收量，还有明显差距。



-121-

盐商、盐牙、巡役兵丁、船户等参与其中。这些人都是清王朝盐政的直接利益人。这些利益人的各种反

应，直接制约了清廷盐课的征收水平。

第一，灶户和盐商的负担水平是盐课收入的第一个制约因素。灶户生产食盐，商人运销食盐，盐课

出自此二者身上，理论上，如果大幅度提高盐课，他们可能会入不敷出，从而导致其脱离食盐这一产业。

因此，清政府必须设定一个合适的盐课率，既保证灶户和盐商不会脱离此行业，也保证政府尽可能最大

额度地收取盐课。显然，这里存在一个平衡点，即平衡盐课收入与灶户、商人的负担能力。但是，关注

灶户和商人的负担能力，就必须在他们无法承受课税压力以及其他压力的时候，给予他们一定的优惠甚

至救恤，这必然提高清廷征收盐课的交易成本。因此，平衡盐课收入与灶户、商人负担能力，只是形式，

实质是平衡盐课岁入与征课的交易成本。

第二，官员对征课压力的承受能力是盐课收入的又一个制约因素。盐政官员和地方官员的行政活动

维持着整个盐政体系的运转，盐课收入与他们工作的认真严谨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在传统中国专制

集权的政治体系之下，各级官员是清廷最能压榨的盐课征收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盐政官员可以

无限制地接受压榨，在过度压榨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以贪腐和其他行政原则来对抗盐商的经营行为，

从而造成盐课交易成本的提高。因此，清廷也需要在利用官员征课与保护官员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既保证官员尽量努力工作，以提高盐课岁入，又要保证官员们的自身合理利益诉求。这些合理利益诉求，

养廉银的付出、对局部贪腐的容忍等等，同样会提高清廷盐课征收的交易成本。所以需要平衡官员征课

能力和保护官员利益，当然其实质还是平衡清廷盐课岁入与征课的交易成本。

第三，私盐流通量水平也是盐课收入的制约因素。清王朝设定食盐专卖和专营的制度安排，造成官

盐价格与走私价格的较大差额，必然造成私盐市场的存在，虽然私盐市场的最大动力来自各盐区的盐商

和盐官，但是老百姓冒险走私的情形亦屡见不鲜，甚至从来没有断绝过。私盐的流通，必然影响官盐销

量，从而影响盐课收入。但是，加强对私盐的控制才能减少私盐的流通，进而提高官盐的销量，这就需

要加强对食盐生产与流通环节的缉查，从而提高征收盐课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清廷必须在私盐流通

量与缉查私盐的力度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保证盐课收入，并且保证压制力度不至于让走私食盐的老

百姓铤而走险，组织武装反抗，甚至酿成事端，危及统治，即需要在盐课收入与社会失序之间寻找一个

平衡。其实，这一平衡的实质仍然是平衡清廷盐课岁入与征课的交易成本。

此外，在平衡交易成本与盐课收入的本质之下，还有诸多关系，比如民众食盐需要与盐课收入需要

的平衡等等。显然，理解清代盐课一方面比明朝成倍提高，另一方面提高速度非常克制的关键，就在于，

清王朝虽然期望不断提高盐课收入，但是它受到了交易成本的制约。

（二）清王朝盐课征收的基本原理：平衡多组关系以实现盐课课入最优化

清王朝的盐政制度，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约，不得不在盐课收入与征课交易成本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以达到约束条件制约下的盐课课入最大化，即最优化。这一平衡，直到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开征盐厘才被

打破，并形成新的平衡。这是清廷盐课征收以及整个盐法运行过程中的基本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清王

朝在盐课征收中，为了平衡盐课课入量与征课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政策的制定、盐法的运行过

程中，平衡一系列关系，包括商人及灶户负担能力与盐课课入水平的关系、利用并压迫官员征课与保护

官员利益的关系、私盐总量与提高缉私力度的关系、民众食盐供应与盐课课入水平的关系等多组关系。

只有盐政制度和盐法运行能够同时平衡好多组关系，盐课课入水平与盐课征收成本之间才能达到平衡，

盐政才可能正常并持续运转，盐课课入才能在最大化追求之下获得最优化课入。这样的平衡关系，得到

了经验事实的充分支持。

第一，平衡商人、灶户负担能力与盐课征收量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清帝有诸多谕旨。康熙七年

三月，玄烨有谕令称：“盐课关系紧要，必得廉干之员差遣，乃能严缉私贩、惠恤商民、疏通引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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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国课。”a 明确将惠恤商人和缉私、疏引，并列为“裕国课”的重要途径。雍正四年正月，胤禛谕户

部曰：“从前两淮盐课亏欠甚多，自噶尔泰办理以来，历年商欠、正项、赢余，俱一一完纳，恤商裕课，

盐政肃清，甚属可嘉。”b 亦在强调“恤商裕课”。到了乾隆元年，弘历说：“朕查两淮盐法，从前浮费繁

多，商力日困”，因此，他要“彻底清查、革除浮费……务使商民宽余，以受国家恩泽。此项公务薪水

银两（即盐商每年馈赠盐政和运司的 12 万两白银——引者注），既在额课之外，著永行停止，以惠商民”，

宽减盐商在盐课外的额外付出，保护商力，真正做到“恤商裕课”，确保正课收入。他还要求“该督该

盐政，可即宣朕谕旨。俾众商等共知之”，c 广为宣传其免除盐商额外负担的做法，以赢得商人的支持和

盐课上的回报，表现出其爱护商力以保证国课收入之意。但是，清廷免除了盐商盐课外的“公费馈送”，

盐政官员本来以这笔收入所支出的项目，只能由朝廷正式（或者非正式）支出来承担。这实际上提高了

政府的盐政事务支出，在财政意义上，盐课是清廷盐政事实上的唯一目标，所以，盐政事务支出的提高，

实质上就是朝廷盐课交易成本的提高。也就是说，乾隆帝免除盐商的浮费，形式上是恤商，实质上却提

高了盐课征收的交易成本，并希望通过这一成本的提高，来保证盐课正课的收入，这就是在寻求课入与

交易成本的平衡。

而盐商无法按期全额纳课的时候，清廷还经常允许他们分年纳课，称为“带征”，即分期付款缴

纳盐课，希望借此保证盐商不至于短缺运营资金，从而保证清廷的盐课课征。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帝

因听说湖北早禾歉收，且汉水涨发，鱼市稀少，加上湖南经理苗疆，汉口七八百万淮盐壅滞未销，于是

决定“乙卯纲未完正额提出分年带征”，同时将丙辰纲课额，“展限至乾隆二年二月奏销。……以示朕优

恤商民之至意”。d 乾隆二十六年“直豫二省盐包被淹”，长芦盐政金辉奏请盐课缓征，户部驳回，乾隆

帝谕称：“今秋雨水过多，商力未免稍艰。著加恩将长芦本年未完盐课四十二万两，准其缓至明年奏销

后分作五年带征，以示体恤”。e 乾隆四十五年，“加恩将乾隆四十五年应征（山东）引票盐课银十八万

余两，自本年奏销后起限分作六年带征，以示优恤。”f 乾隆五十一年准两淮盐政全德之请，“加恩”将

淮南乙巳纲盐课分作五年分期付款纳课，同时铳销淮北丙午纲盐课。g 类似展限和带征记录甚多。这种

措施的实施，意味着朝廷在放弃大部分即时收入的同时，还放弃了这一即时收入转换为远期收入的利率

（亦可以理解为放弃了盐课收入的贴现收益），也就是相当于以提高交易成本的办法，来维系无贴现的远

期课入。这依然是在保证盐课收入与付出略多一些交易成本之间的一种平衡措施。

河东的课归地丁改革，更清晰地展现了清廷盐课征收的这一原则。上文已指出，课归地丁之前，西

北用兵，年羹尧一举提升盐课倍余于夕，最终导致商人退市，盐法难以为继。乾隆帝尝试了诸如展限、

提高商盐售价等恤商政策，甚至被迫实行“佥富户充盐商”的竭泽而渔政策，都无法改变食盐运销的困

窘之境。盐课课入量与恤商之间失衡，保护商力与提高课入的平衡被打破，制度体系已经无法顺畅运作，

盐法失败，盐课课入量随之下跌。

在这一背景下，乾隆帝下决心改变河东盐法，着手开展他心目中的食盐自由运销之实验。乾隆

五十六年六月，他发布谕令，明确提出考虑将河东“盐课改归地丁”项征收。h 他说，做此改变的原因

在于“商力疲乏”，即河东盐商承担的税负，已经让盐商不断流失，“竟有富户出赀求免”之事。i 乾隆

帝还专门调用曾任河东盐运使、提出过课归地丁建议的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配合山西巡抚冯光熊办理

a《清圣祖实录》卷 25，康熙七年三月辛酉，《清实录》第 4 册，第 352-353 页。

b《清世宗实录》卷 40，雍正四年正月乙巳，《清实录》第 7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595 页。

c《清高宗实录》卷 29，乾隆元年十月癸未，《清实录》第 9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607-608 页。

d《清高宗实录》卷 5，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清实录》第 9 册，第 253 页。

e《清高宗实录》卷 646，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丙寅，《清实录》第 17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227 页。

f《清高宗实录》卷 1105，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壬申，《清实录》第 2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790 页。

g《清高宗实录》卷 1246，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丁未，《清实录》第 24 册，第 742 页。

h《清高宗实录》卷 1381，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庚申，《清实录》第 26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527 页。

i《清仁宗实录》卷 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清实录》第 26 册，第 734-7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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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归地丁改革。

冯、蒋二人在乾隆帝支持下，很快实施了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盐课归入地丁税项，“计

亩征收”；a 二是取消盐商，由盐池业主自行刮晒，“卖与民人肩挑步贩”，b“池盐既归民运，应听从民

便，毋许地方官禁止及私收税钱”；c 三是裁撤盐政、运使、运同、经历、知事、库大使以及三场大使等

所有盐政官员，由盐池周围三巡检负责稽查巡缉；四是设置官秤，维护运盐道路和盐船通行，“饬地方

官实力稽查，毋许拦阻”。d 这四项措施的实行，较之于此前的食盐商专卖制度，政府盐课收入的交易

成本有升有降，以降为主，其中裁撤大量官员减少行政支出（其中乾隆四十三年河东盐政的养廉银就达

8000 两 e），将盐课直接摊入地丁征收从而撤销纳课商人以减少征税费用，同时还降低了部分成为征税

成本的运销环节盐商赢利，三管齐下，有效地降低了征收盐课的交易成本；同时，地方行政系统增加了

轻微的征收摊入地丁之盐课的交易成本。显然，这一改革，总体上大大降低了河东盐课的交易成本，提

高了课入征收效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课归地丁改革后，河东盐区民众的地丁银负担加重，河南“每地丁一两摊银一

钱三分，其山西、陕西……每地丁一两……摊银九分九厘”，f 负担增加 10% 左右，这似乎容易引起民

众的对立情绪甚至反抗。不过，课归地丁对于民众的另外一个效果是，随着盐政官员和盐商的裁撤，政

府盐课交易成本的降低，盐价随之下降。陕西“西安、同州两府属盐价，较往日每斤约减钱二文”，g 河

南“比较以前原定官价，每斤减去制钱七、八文。道里较远处所，每斤减去制钱五、六文。即距晋省最

远处所，亦每斤减去制钱二、三、四文不等”，h 参考此前河东盐价加价情形，可见盐价普遍下降 10%
以上。这样就实现了民众负担的平衡。

对此，乾隆帝深为满意，称“盐斤为闾阎每日必需之物。价值既减，则小民每日皆有节省。而应摊

盐课，每年只纳交一次，以日日节省之数，完一年应摊之课，其赢余不可胜计”。i 当然，赢余不可胜计

纯属夸张，但民众实现了盐课与盐价的收支平衡，大致可信。可见，通过对全体民众征收盐课，课归地

丁改革，确保了朝廷课入。改革采用的是降低民众消费之盐价，提高其地丁钱粮额的办法，但二者数量

大体吻合，民众实际负担并没有加重。也就是说，课归地丁改革通过提高民众纳税负担，降低其食盐消

费支出的办法，实现了盐课的稳定收入，从而实现了政府与灶户的双赢。

由此看来，河东课归地丁，实质上是乾隆帝在保护商力与维持课入的平衡被打破后，为了降低征课

的交易成本，稳定课入而实行的一次改革。j 从逻辑上讲，清代历史上的绝大部分盐法改革，都是在交

易成本与课入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时，而实施的重建平衡的努力。当然，学界有观点认为，这种改革是盐

商与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也有相当道理。但是这样的理解，容易忽略清政府在与盐商和消费者之

间的占绝对优势的谈判能力。所以，河东课归地丁之后的事实是，盐商不是通过博弈获得比改革之前更

大的利益，而是在除了取得了盐池产权的一些商人之外，其他商人直接被清廷从盐政体系中排除出去，

完全失去了其作为盐商的利益可能性。

当然，从河东盐法课归地丁改革来看，似乎食盐自由运销亦可实现食盐生产与流通税入的高水平。

a《清高宗实录》卷 1381，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庚申，《清实录》第 26 册，第 527 页。

b《清高宗实录》卷 1384，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丙午，《清实录》第 26 册，第 575-576 页。

c《清高宗实录》卷 1396，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甲辰，《清实录》第 26 册，第 744 页。

d《清高宗实录》卷 1396，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甲辰，《清实录》第 26 册，第 745 页。

e《清高宗实录》卷 1061，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乙亥，《清实录》第 22 册，第 180 页。

f《清高宗实录》卷 1394，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己卯，《清实录》第 26 册，第 729 页。

g《清高宗实录》卷 1399，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乙未，《清实录》第 26 册，第 789 页。

h穆和兰：《奏盐课改归地丁成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盐务项，7-0625，乾隆
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转引自陈永升博士学位论文，第 140 页。

i《清高宗实录》卷 1399，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乙未，《清实录》第 26 册，第 789 页。

j河东盐法改革的另一个偶然因素是盐池涌入淡水。关于此事的详细研究，参见前揭陈永升的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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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河东课归地丁改革，仅仅实行了十余年。嘉庆十一年，因为邻近盐区强烈控诉河东在课归地丁降

低盐价之后，大量私盐侵灌到邻近盐区，“河东现在盐贱，私行侵销出境，以致两淮官引壅积”，a 而且

长芦盐区也和两淮盐区有同样诉求，河东课归地丁制度遂被废止，重新改归商运。这说明，在清代整体

实现食盐专卖制度的前提下，局部盐区实行自由运销，并不容易成功。但是，为何不在全国推行这一交

易成本相对低廉、盐课收益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呢？这是因为清代食盐运销采用专卖与专营，既有历史

渊源和路径依赖，也有现实的官商关系和利益馈送，而清代食盐专卖与专营，事实上也没有遇到全面崩

溃的危机，虽然常常遇到矛盾与困难，但总能在寻求一些制度变革之后，继续生存下去。这就是症结之

所在。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专论。

第二，平衡利用压迫官员征课与保护官员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了盐法的实施，清廷会给官员以巨大

压力，尽可能迫使他们尽职尽责维持盐政系统的运转，以保证盐课的获取。顺治年间已开始对“畏势徇

情，额课亏欠”的“巡盐官员”，“以溺职从重治罪”。b 在此基础上，清廷发展出详细的考成制度。

陈锋的研究指出，早在康熙年间，清廷即已制定出完备的征课考成、督销考成和缉私考成规则，相

关官员一旦未能完成考成任务，即会受到降职、罚俸、革职等处罚。c 史料对相关官员考成的处罚记载，

也屡见不鲜。仅在笔者熟悉的湘赣边界部分地区，就有康熙元年兴国知县何询之、康熙五年兴国知县

王璋、康熙十年桂阳州知州朱朝荐、康熙十五年兴国知县何之奇，相继被盐课考成参罚去职。d 甚至在

某些时候，清廷直接处决失职或贪腐的盐政官员，以儆效尤。乾隆五十八年，两淮盐运使柴桢侵挪盐课

案发，“柴桢挪移商人盐课二十二万两”，又“审出福崧侵用掣规、月费等银六万余两”，乾隆帝勃

然大怒，直接下令将柴桢“即于浙省处决示众”，“以肃官方而儆贪黩”。e 嘉庆元年，“本年系停止勾决

之年”，但“史恒岱短交仓库盐课及应赔款项，至一万余两之多”，“情节甚重，俱着即行处决”。f 虽然

处决盐务官员的记录并非很多，但这已足够显示清廷对盐务官员整肃的力度。朝廷对盐务活动施行

考成，并不断惩处犯规的官员，是降低盐课交易成本的最佳办法之一。在传统专制集权体制之下，驱使

一心向上的官员，成本相对低廉，而施行考成，处决贪腐，可以提高官员的行政效率，同时降低官员对

盐课的侵吞，最终达到提高盐课征收效率的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会对官员的盐务行政活动提出诸多要求，以提升课征效率，降低盐课交易

成本。比如要求官员认真缉私。乾隆五十三年，“淮南纲盐积年递压”，乾隆帝认为，“如果楚省官员实

力缉私，何至官盐积滞？”因此，他警告相关官员，“若再不认真实力帮同整顿，致仍有壅滞……着该抚

一体严饬所属梭织巡查，仍时加察访。如有奉行不力，仍前弊混者即据实参奏。”g

又如要求原有盐务及行政系统，对食盐产运销诸环节实行严格监控。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面对云

南欠课至 57800 余两之多的事实，乾隆帝支持云南巡抚李湖的整顿方案，提高了云南盐务的精细程度，

“责成提举、大使等将灶户逐日煎获盐手，即令入仓登号封记，俾家人、书役，不得串通商灶透漏分肥”，

同时要求州县监控脚夫提高运输效率。h 显然，通过对相关官员的指令，提高他们对盐务细节的监控，

虽然会增加他们的辛劳程度，但对于政府来说，这几乎是完全不增加行政成本，却能降低盐课征收交易

a《清高宗实录》卷 1466，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乙丑，《清实录》第 26 册，第 588 页。

b崑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028《都察院·巡盐》，《续修四库全书》第 8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本，第 321 页。

c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 2 版，第 49-58 页。

d参见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01、131 页。

e《清高宗实录》卷 1422，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己巳，《清实录》第 27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27-28 页。

f《清仁宗实录》卷 9，嘉庆元年九月己未，《清实录》第 28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153 页。

g《清高宗实录》卷 1301，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壬午，《清实录》第 2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497 页。

h《清高宗实录》卷 920，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壬辰，《清实录》第 2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331-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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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并提高盐课收入的措施。

当然，清廷对官员严格管控，并由他们来监控食盐产运销的运行，以降低盐课交易成本，并不仅

仅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也有出于对官员防范的考虑，毕竟作为个体的官员，既有自己的行政收益的需

求，也有经济收益的考虑，容易发生贪腐案件，而贪腐会直接提高盐课交易成本。最典型的案例，当为

大众所熟知的“两淮盐引案”，即两淮盐政和盐运使高恒、普福、卢见曾、赵之壁等人，借“两淮节

年预行提引”，将“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九十余万两之多”不奏销入库，虽然后来查明商人实

缴余息银约为 400 余万两，且该银两并非盐政和运使全部私人花费，但相对于当时清朝一年地丁银收入

3000 万两左右，亦足以让乾隆帝震怒了。因此，乾隆帝将高恒、普福、卢见曾绞监候，后处决了高恒，

普福和卢见曾入狱，卢死于狱中。显然，盐政官员与盐商勾结，贪污余息银，直接提高了盐课交易成本，

同时妨碍了盐课的征收和入库。可见，清朝官员在盐务事项中，既可以听命朝廷，加强对盐政运行的监

控，降低盐课交易成本，也可能勾结盐商，贪污腐败，造成盐课交易成本的提高。正因为如此，清王朝

才会设置诸多规条来管理官员的盐务活动，也会随时通过其他人员来监控官员的行政表现。

不过，清廷对盐务相关官员也并非只有苛责的一面，他们也会在提供晋升机会之外，采用其他办法

保护这些官员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努力工作，提高盐课征收效率，但同时也提高了盐课的交易成本。这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清廷在制定盐务考成规则时，不仅有对官员们未完成任务的惩处，也有对

完成以及超额完成任务的议叙。官员们只要经营绩效好，可以得到奖励，包括提前晋升等等。a 其次，

朝廷也对盐务官员们的合法收入作出了规定，“雍正十二年，酌定盐政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总理盐政总

督养廉银三千两，盐运使六千两。”b 其他各级盐政官员俱有养廉，各有等差。虽然乾隆年间对该养廉

银有所削减，但总归还保留了这个名目，且数额亦不少。乾隆帝甚至还放宽了对部分钱款的追赎，乾隆

元年其有谕令称：“两淮盐务内，有从前江广口岸匣费收受人员数目，及甲、乙两纲，上下两江各官收

受规礼银两，历年既久，人多物故。前据督臣赵宏恩等题请免追，比经户部议令造册送部核夺。朕思此

项陋规馈送，皆在昔年未定养廉之前，今事隔多年，授受之人，又多升迁事故，不但银两难追，即造册

亦无确据，不足凭信，徒滋地方之纷扰。著加恩悉行宽免，并免其造册送部，该部可即行文两淮盐政衙

门知之。”c 虽然乾隆帝所言难追是实情，但免追规礼银之举，结合了对官员的利用与查处之间的微妙关

系，实质上也是平衡交易成本的举措。盐政运行需要能干之员，用能干之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哪怕他

们收一点规礼提高了一定的交易成本。再次，对盐政官员行政失误时，既严肃处理，又适当回护。乾隆

五十八年五月，内务府议处全德，说他“在两淮盐政任内，率将辛亥等纲积滞引盐，奏销全完，请照溺

职例革任”，乾隆帝则称其“本应照依革任，只以一时未得其人，而浙省盐务正当清厘整顿之际，全德

平日办理盐务，尚为熟习，着再从宽免其革任。实属格外施恩，全德具有天良，似此罪重罚轻，叠邀

宽宥，扪心何以自安？着自行议罪。”d 批评很重，处罚极轻，其中难免有乾隆帝与其私人关系在起

作用，但既处罚又回护的办法，必定可以维护盐政官员利益，理论上可以让其心存警惕，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盐课交易成本。虽然现有史料无法在数理上分析出清廷利用官员征课与保护官员利益之间的平

衡点，但显然，上述经验事实，已经表明这一平衡点存在无疑，只是清廷在对待官员时，一样因缺乏数

理统计分析，而无法恰如其分地掌握这一平衡点，以至于贪腐、怠工等现象仍经常发生。不过，这并不

意味着清廷没有尝试实现这一平衡，而是恰恰相反，清廷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这一平衡。

第三，平衡私盐流通量与官方缉查私盐力度之间的关系。官盐与私盐，显然属于矛盾的对立方。

但是，在推行食盐垄断专卖与专营的清政府的策略中，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食盐专卖制度的实

a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 2 版，第 49-58 页。

b《清高宗实录》卷 635，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丁亥，《清实录》第 17 册，第 87 页。

c《清高宗实录》卷 22，乾隆元年七月丙申，《清实录》第 9 册，第 519 页。

d《清高宗实录》卷 1428，乾隆五十八年五月辛丑，《清实录》第 27 册，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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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必然有私盐伴随，也不可能彻底消灭私枭。这一点，制度的设计者不可能不清楚。他们要权衡的，

无非是国家食盐专卖的行政成本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以及私盐、私枭应该控制在何种程度，利用到

何种程度，需要付出多大代价等问题。因此，国家对私盐管制程度的松与弛，私盐导致的问题的严重程

度，并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你强我弱的对抗关系或者是单纯的市场问题，而应该理解为

朝廷在特定情境下，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与管控的问题。a 说到底，还是巡缉私盐力度与私盐流通量

之间的平衡，从而在私盐问题上，达到盐课征收量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的问题。

因此，在食盐专卖与专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朝廷设置巡役兵丁，并支持盐商设置商巡，

来应对公开的食盐走私，另一方面，朝廷也不断允许民众“肩挑背负四十斤以下”自由贩卖食盐，虽然

清廷深知这一制度的出台，必然带来私盐贩运者组织“老幼男妇”以走私食盐。所以，这一制度的实施，

充分说明了清廷对私盐流通有着一定的宽容度。但是，这并不表示清廷可以放弃对私盐的缉捕，事实上，

清廷不断缉捕私盐，以保护官盐的流通和盐课的征收。《大清会典事例》甚至专门设置了两卷的篇幅来

载录食盐走私的界定和处罚等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规定是，“凡犯无引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带

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二千里，拒捕者斩监候。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寄顿盐货者，杖

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b 法律规定不可谓不严格。

雍正帝将查缉私盐视为盐务之首要任务。他曾谕令内阁称：“大约盐法之行，必以缉私为首务。”c

雍正帝将缉私视为首务，是因为私盐侵占了市场，导致官盐销售量下降，进而盐课收入下降，私盐贩甚

至还可能成为私枭，进一步导致课入下降，并形成治安风险。对此，清廷的应对措施是提高监控管理成

本，即增设捕役、增加监禁能力等等，通过增加交易成本的办法来追求盐课收入的稳定。

但是，乾隆帝又允许民众中的“老少男妇”自由贩运食盐，他曾谕令曰：“私盐之禁，所以除蠹课

害民之弊。……至于失业穷黎，肩挑背负者，易米度日，不上四十斤者，本不在查禁之内。盖国家于裕

商足课之中，而即以寓除奸爱民之道，德意如是其周也。……着直省督抚，严饬各府州县文武官弁，督

率差捕，实拏奸商大枭，勿令疏纵，其有愚民贩私四十斤以上被获者，照例速结，不得拖累平人，至贫

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d 乾隆帝的这一政策，事实上将降低课入，一方面老少男

妇贩盐不纳盐课，另一方面该政策会被私盐贩利用来进行走私，从而造成课入下降，所以乾隆帝在寻求

一种平衡，他自己也清楚地说明了在这里存在着平衡私盐流通与缉查力度、平衡打击私盐与民众生存之

道的多重平衡关系，“国家于裕商足课之中，而即以寓除奸爱民之道”，是之谓也。这一平衡，实质上是

在提高交易成本、打击私盐来保证盐课收入和降低部分交易成本、允许私盐局部流通、损失部分盐课收

入之间寻求平衡点，进而亦可推论出在打击走私力量、保证社会有序运转与允许私盐走私、贩私集团壮

大成武装力量、导致社会失序之间寻求平衡。

此外，清王朝还在努力寻求灶户正常生活生产与灶课收入之间、民众的食盐保障与盐课收入之间的

诸多平衡，诸如灶户遇雨水灾害时减低或免除其灶课等措施，e 以及推行恤灶措施，经常性赈济灶户，

在制度上限制过分盘剥灶民，同时限制灶私，实行火伏法等办法，提高对灶户生产环节的控制，限制食

盐走向，以保证灶课收入，均是这种寻求平衡的表现。又如在可能影响盐课收入的情况下限制盐商抬高

盐价，f 允许贫难老妇贩运 40 斤食盐等，都是平衡民食与保障盐课收入的平衡。这一平衡，实质上解决

a参见黄国信：《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第 247 页。

b崑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62《刑部·户律课程·盐法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809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第 398 页。

c《清世宗实录》卷 147，雍正十二年九月己亥，《清实录》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832 页。

d《清高宗实录》卷 11，乾隆元年正月乙卯，《清实录》第 9 册，第 350-351 页。

e这样的记载在史料中多有出现。如乾隆七年五月“免两淮泰州属庙湾场、淮安属板徐、中莞、临兴等场乾隆六
年分水灾额征银三千六百六两有奇，并带征灶欠银四千三百四十五两有奇”（《清高宗实录》卷 166，乾隆七年五月辛未）
等，恕不枚举。

f参见韩燕仪：《清前期两淮盐价的形成机制——以湖广、江西口岸为中心》，中山大学 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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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清廷盐政不仅以盐课为目标，也寓保障民食与社会秩序之意于盐政之中的本质，乾隆“国家于裕商足

课之中，而即以寓除奸爱民之道”，大致表达了这一层深意。

总之，清王朝盐课征收涉及清代盐法的绝大部分制度规定和实践办法，它们均在这几组平衡关系的

约束下展开。由这几组关系制约的征课交易成本与课入量之间的平衡原则，就是清盐法实践过程中的基

本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清代盐政落实到运作过程，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环节：组织盐场生产与收买，

设置盐区以及调整盐区边界，调整各盐区盐引额，组织盐引供应和盐商运输，监督灶户与盐商，组织力

量抵制走私，设定与调节盐价高低，设定砝码等度量衡标准，组织奏销以及账目统计与清查，组织融销，

制造与调解盐区之间矛盾，提供养廉银，救灾，让盐务官员与地方行政官员博弈，与商人在盐船失水等

问题上明争暗斗，干预地方市场食盐买卖，盐场以及盐仓遇水的补救与盐课缓征，防止盐官及家人苛索

商人，限制官员接受商人馈送规礼，等等，政务繁杂，营运成本亦即获取盐课的交易成本很高。为了防

止交易成本不断提高，造成其在盐课课入中占比太高，妨害到盐课征收的实际价值，清廷必须注意盐务

运作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果商力疲敝，则可以实行恤商政策（诸如分期征课等办法）；如果

灶户遇灾，则应该免征灶课甚至给予赈济，而应对商力灶力疲惫的最终办法，则是改革盐法（如实施课

归地丁和票盐法等等）；如果监控到官员贪腐、官商勾结，则应该加大惩治官员力度，并加强对其监控；

如果私盐流通量过大，则必须加强缉私力量并强化官员管理。总的来说，为了控制交易成本的提高，甚

至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还要保证盐政顺畅运作和盐课的征收效率，清廷都必须保持盐务运作中各行

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这些平衡包括恤商裕课与增加课入，照顾民食与保证盐课，惩罚官员与利用官

员，查缉私盐与保障民食，缉捕私枭与减少动乱等等，但其核心始终是寻找交易成本与课入量之间一个

合理的平衡点，交易成本既不能过高，也不必太低，方可实现事实上（而非理论上）的最大课入量（即

最优化盐课收入）和最佳征课效率。显然，上述盐政制度和盐法运行过程中的诸多环节，大到河东盐法

课归地丁、两淮的票盐法、两广改埠归纳等盐法改革，以及特许专商、分区行盐、盐课考成、督销考成、

巡缉私盐等制度的设定及其运作，小到对盐政官员养廉银和规礼银的规定、允许民众肩挑背负 40 斤食

盐的制度，以及允许盐商分期纳课的制度灵活性，甚至盐商以总商制度及纲法经营，还是以散商的形式

经营，官方对盐价的行政干预等等，均属此平衡原则在盐法运行中的表现，这大体囊括了清代盐务的绝

大部分内容。它们无一例外受到盐课课入量与交易成本平衡关系的制约，所以可以说，盐课课入量与交

易成本的平衡原则，是清廷盐课征收甚至整个盐法绝大部分制度与实践的基本行为逻辑，它构成了清代

盐课征收的基本原理。

在信息不完备的社会里，清王朝如何实现这一平衡呢？从河东盐法改革、票盐法改革等等案例来看，

清廷的决策者采用的办法就是凭借对相关信息的直感，加上不断试错来实现的。这两次改革的案例均

显示，清廷或者不断增加盐课，或者不断增加内务府外支银和发商生息收入，日益加重盐商的负担，直

到盐商无法继续经营的消息不再被隐瞒，朝廷才痛下决定改革盐法，实现盐课课入与交易成本的重新平

衡。可见，由于信息不完备，加上会计技术落后，清廷只能以试错的办法来实现平衡。但是，通过试错

来实现平衡，其结果必然难以保证二者的平衡可以稳定地维持在最佳平衡点上。清廷不能随时掌握盐课

课入量与交易成本的事实平衡点与最佳平衡点间的距离。其结果是，清廷能实现的事实上的平衡点，可

能偶然落在最佳平衡点上，也可能停留在最佳平衡点的附近，还可能趋近平衡即将被打破的点，并且因

为试错不断提高盐课，最终打破平衡，被迫改革盐法，实现新的平衡。因此，清代盐课就呈现出一个特

点：盐课课入量只能维持在最佳课入点附近。

四、结论

清廷继承明代纲法，沿袭特许专商、分地行盐制度，建立起完备的盐政制度体系，将征收盐课作为

盐政运行的主要目标，表现出追求盐课收益最大化倾向。为此，清廷主要采用成本相对较低、由政府监

控的盐商独立经营模式，在此模式之下，清廷垄断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并对其课以高额生产税和流



-128-

通税，实现了相当于其他商品税率的 595% 的征收效率，大致获取了这一经营模式之下的最优课入，保

证了清廷常规的盐课收入，并且还在清廷或皇帝有需要时，向盐商征收捐输报效和外支银，甚至发商生

息，将皇室或政府经费当作资本，投资到盐商手中，以收取利息，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整个盐税的收入额

度，达到了收取高额盐税满足常规财政，以及非常规的军需、灾害等紧急情况时的财政供应的目标，促

进了财政供应的充足灵活性。直到晚清，因为军需紧急，地方军事集团兴起，清廷盐政才转变为政府监

控下的官盐共同经营模式，并征收到该模式允许的更高额盐课。

清代虽然取得了相当于普通商品 595% 的盐课征收效率，但从万历到道光的盐课增长幅度来看，仍

然抱持了相当克制的态度。这是因为，清廷的盐课征收，仍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包括

盐商和灶户的负担能力、普通老百姓的食盐保障水平、官员能够承受的压力强度、私盐流通数量等等，

这些方面一旦失控，课入就会大幅下降。因此，清廷必须在这些因素与盐课课入量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

衡点。这就使清代以盐课为目标、有意于盐课收入最大化、以纲法为主流的盐法，在价格等市场信息不

完备的情形下，通过不断试错，最终将目标事实上演变为对盐课收入的最优化选择。

清廷不断试错，平衡了包括盐商及灶户负担能力与盐课征收水平、压迫及利用官员征课与盐课课入

量、保障民食与盐课课入能力、私盐流通量与盐课课入量等多组关系，实现了盐课课入量与征课交易成

本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清廷盐政的基本目标——征收高额盐课。而更重要的是，在清廷盐课这一基本

原理的限制之下，清廷在平衡上述多组关系的时候，必然要不断调整继承下来的明代盐法的细节，举凡

盐务机构与官员设置、考成制度、盐法改革、盐引数量调整、盐课增减、盐价调节、盐区调整、缉私政策、

保障民食的规定、盐商准入机制及其变化、盐课征收规定、生产和运销环节诸如火伏法、整轮散轮、

掣验、盐引截角、集散中心和批发口岸的设置、总商与散商制度、私盐与官盐的融合问题、食盐流通的

商业性、盐商集团问题、盐引的期货以及金融性质问题，甚至盐课、报效、捐输的实现问题，盐政官员

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问题等等，以及其他更多的细部政策及其调整，均可以在这一原理之下得到

解释。所以，虽然清廷未必自觉意识到，但事实上，盐课课入量与征课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原则，构成

了其盐政的基本行为逻辑。而它体现在盐政运作上，就表现为上述种种盐务细节。这些政策及其细节，

尤其是如何将其置于一个体系内并得到透彻且系统化的解释，一直困扰着盐史学界。如果将盐课课入量

与征课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原则，以及由这一原则展开的多组平衡关系视为清代盐课的基本原则，就可

以透彻地解决这些困扰盐史学界已久的问题。清代盐课的这一基本原则，构成了清代盐政基本原理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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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644 to 1850, The efficiency of salt tax colle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5.95 times that of 
ordinary commodity tax. It showed that the salt tax collec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different from land 
tax, commercial tax and miscellaneous tax, and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maximize tax revenue.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the salt tax from Wanli to Daoguang shows that the salt tax colle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still had 
strong restraint. The collection of salt tax was restri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affordability of salt merchants 
and producers (zaohu), the pressure that officials could withstand, the guarantee of salt supply for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amount of illegal salt. The Qing government needed to balance these relationships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ransaction costs and tax revenue. This balanced relationship can help explain the regulations 
and phenomena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until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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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 global pandemic of cholera in the 1830s, Britain was attacked by cholera for the first time. In 
October 1831, the first cholera case occurred in Sunderland, a port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and then spread on 
both sides of the Tyne River. After 1832, cholera spread along two lines: North to Scotland and Ireland, South 
to South Central England and Wales. Cholera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summer of 1832 and gradually subsided 
in the cold winter at the end of the year. Cholera was an epidemic with acute onset, strong infectivity and high 
mortality. The spread of cholera was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seasonality and imbalance. Cholera had been 
rampant in Britain for more than one year, sweeping 397 towns or villages, with more than 100,000 cases of 
infection and more than 50000 deaths, leaving a painful page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epidemic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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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represented by Hoggart’s The Uses of 
Literacy, Williams’s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Thompso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appeared 
in Britain. Their pioneering work mainly lies in locating the aim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popular culture that affects their daily life and spiritual world, and in the “living culture” 
of the living world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which is scorned by academic studies. Review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orientation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at early cultural studi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Marxist tradition and focused on class, gender and other issues, which left a heritage worthy of atten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rience, ideology and value stand lead to the divergence in the path, method and object of cultural 
studies. Among them, the mo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is the one between the “living culture” research oriented to 
the popular culture that affects the lif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text research 
oriented to the orthodox culture that affects the intellectual elite within the academic system.

The Crux of Natural Beauty “Aphasia” and It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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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beauty has gradually been marginalized in Western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We 
call this marginalization the “aphasia” phenomenon of natural beauty. The “aphasia” of natural beauty is by no 
means an accidental event. It has its own aesthetic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vent and manifests 
itself in different form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The crux of the “aphasia” of natural beauty is rooted 
in the problem domain of aesthetic modernity in the West. The spiritualization of aesthetics has made Western 
aesthetics present an art-centered autonomic aesthetic form since the 19th century, and natural beauty has been 
banished from aesthetics. The loss of natural beauty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involves 
a “classical problem”, that is, the issue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is committed 
to solving the essence of beauty. Natural beauty has become the “stumbling block” of the first aesthetic 
discussion,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We need to construct a 
theory of natural beauty in a post-metaphysical context, break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system’s concealment 
of natural beauty, move towards natural aesthetics, and clarify the truth of natural beauty. 


